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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容错会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吗？
———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的链式中介作用

刘　 倩　 李　 志

【摘要】创新是新时代各项事业改革的特征和必然趋势。党中央倡导“以容
错纠错机制促进广大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该机制下组织容错氛围是否有
改善，能否对公务员的创新行为起有效的激励作用都尚不明晰。基于此，研究
从组织和个人的双重视角出发，运用问卷调查法，以重庆市的调查数据为例，
探究了组织容错氛围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组织容错氛围
可以显著促进公务员的创新行为；其中，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
错氛围对创新行为的影响中既能分别起到中介作用，也能共同形成链式中介。
研究为新时代公共部门完善容错纠错机制、激励公务员创新行为提供有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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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
全会公报全文共提及“创新”１５次，充分凸显创新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
要地位。公共部门创新一直被视为应对变局的重要策略（Ｈａｎｓｅｎ ＆ Ｐｉｈｌ
Ｔｈｉｎｇｖａｄ，２０１９），而公共部门雇员创新是第一步（Ｂｙｓｔｅｄ ＆ Ｈａｎｓｅｎ，２０１５）。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政府一直强调公务员队伍要“增强改革创新本领”“富有
开拓创新精神”“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
真抓实干的原动力”“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以推动各项工作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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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性和时代性。但创新意味着冒险试错、自由裁量以及较强的不确定性，对
于公务员来说，不仅与权力控制和问责相违背，还可能导致失败（Ｅｌｄｏｒ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当公务员意识到创新失误或失败会遭受惩罚时，他们便陷入是选择从创
新中学习还是因创新错误而受罚的两难境遇，由此导致其主动规避风险、放弃
创新（Ｄｅ Ｖｒｉ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这种规避风险的工作氛围严重阻碍了各项改革事
业的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倪星、王锐，２０１８）。为此，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
出“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
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力求从制度层面给予公务员个体支持性资源，以激发
其改革创新。为进一步激励公务员队伍改革创新作为，２０１８年５月，中共中央
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提出“建
立容错纠错机制，宽容干部在改革创新中的失误”。２０１９年３月，中央印发
《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将容错的主体范围进一步扩
大到基层公职人员，充分体现容错机制已经成为激励各级干部有效作为的重要
举措。组织容错氛围作为容错机制实施情境下组织成员对组织允许冒险试错及
包容失误的心理感知，是容错机制实施建设成效的直接体现。对于公务员来说，
建立容错机制、营造组织容错氛围，才能最大限度激发其创新作为。有学者调
研发现，谈及容错激励机制的主要导向时，超八成的受访干部表示“激励机制
建设应该重点关注干部的心理感知和情感体恤” （陈朋，２０２１），但遗憾的是，
目前国内关于容错机制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层面上探讨容错机制的功能
和构建路径，尚未关注到制度作用的直接对象对于容错的真实感知（梅立润、
吴世坤，２０１９）。

已有相关研究表明良好的差错管理氛围对于激发个体帮助行为（Ｇｕｃｈａｉ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创新行为（贾冀南等，２０２０；Ｆｉｓｃｈ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主动行为
（孔靓等，２０２０）均有积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均针对私营部门员
工展开，关于差错管理与公务员行为之间的关系鲜有学者关注，而针对我国政
府部门组织容错对公务员创新行为影响的讨论更是匮乏。与此同时，政府创新
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热点（Ａｒｕｎｄｅ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Ｃｉｎ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１），
但目前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策创新（Ｏｓｂｏｒｎｅ ＆ 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１）、组织创新（郎
玫、史晓姣，２０２０；Ｗａｌｋｅｒ，２００８）和项目创新（张翔＆ Ｚｈａｏ Ｗｅｎｙａｏ Ｇ，
２０２０；Ｂｏｒｉｎｓ，２００２），而对公共部门雇员的创新行为知之甚少（ＢｏｓＮｅｈｌｅ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部分学者探讨了组织成员联系（Ｚａｎｄｂｅｒｇ ＆ Ｍｏｒａｌｅｓ，２０１９）、会议
负担（胡威，２０２０）、领导风格（唐健、方振邦，２０２０）、角色自我效能感和感
知组织支持（Ｃｌａｒｋｅ ＆ Ｈｉｇｇｓ，２０２０）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由此可见组织
因素、领导因素和个体因素均是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关键。但梳理上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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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这些研究大多从单一视角展开，缺乏从组织和个体的综合视角分析公务
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尤其是急需描绘组织和个体究竟怎么做才能够有效激
发公务员的创新行为。

基于现有研究的缺憾，本研究旨在以新时代党和政府提倡建立容错机制为
背景，深入研究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行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基于实
践中干部队伍管理面临的问题而进行的深入探讨，又是对学术界相关研究不足
而进行的理论探索，因此期待从以下几个方面有所贡献。第一，探究组织容错
氛围的内容结构，以提供组织容错氛围的测量工具；第二，用实证结果验证组
织容错氛围对创新行为的积极影响，揭示个人层面的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
机作为中介变量对提升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影响机理；第三，论证组织环境与个
人特质的共同作用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由此，本文构建了一个链式
中介模型，系统分析容错氛围对创新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激励公务
员队伍创新作为、健全容错纠错机制提供可参考的路径，并期望能够引起相关
部门的关注，积极营造“鼓励创新，包容失误”的组织氛围，切实为公务员创
新行为松绑解压，激发广大干部有所突破、有所作为。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组织容错氛围与创新行为

创新行为指问题识别、产生新的想法或解决方案、寻求支持并实施扩散想
法的过程（Ｓｃｏｔｔ ＆ Ｂｒｕｃｅ，１９９４），意味着对传统的突破、对惯例的改变以及对
条条框框的打破，往往伴随着尝试和错误。研究发现，组织差错管理氛围、包
容型氛围、劳动关系氛围均对员工创新行为有重要影响（陈洁等，２０１７；刘春
英、万利，２０１８），而上述组织氛围的共同特点在于能够给予员工支持性资源，
减少其心理上的顾虑和不安全感，使其不畏惧创新。在我国行政情境下，容错
是指在一定条件下，通过严格认定标准和规范程序包容公务员的改革失误或失
败。这种积极、开放的差错管理态度和行为实践，使公务员产生心理层面上对
工作环境中包容工作错误的感知可被称为组织容错氛围。基于社会交换理论和
创造力成分理论，组织容错不仅意味着能够在制度层面给予员工保障，也意味
着当组织成员在面临创新难题时能够感受到来自同事和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从
而有效避免其因顾虑成败和得失而放弃创新（于贵芳、温珂，２０２０；Ａｍａｂｉｌｅ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当前我国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攻坚期，创新的风险和难度都大大增
加，公务员极易因无法承受失败后的问责和社会压力而打消创新的念头。而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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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正是贯彻“改革允许失败，不允许观望”的精神，着力解决党员干部因顾虑
改革创新造成失误而不敢作为的问题（周义程，２０２０）。当公务员意识到组织能
够包容创新失败或失误，会大大降低其内心因失败受惩的恐惧和不安，当公务
员创新失误切实得到包容时，则产生对组织的亏欠感和回报的义务感，进而增
加额外的付出来回报组织，如努力工作、积极创新等。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１：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行为正相关。

（二）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容错氛围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自我效能感指个体对克服困难、实现目标的自信程度。自我效能感高的个
体，面对创新困难和挑战，会更加愿意凭借意志力积极克服并投入更多的资源。
影响自我效能感的四大关键信息源分别是言语劝说、心理状态、过去的成败经
验和替代性经验（Ｂａｎｄｕｒａ，１９７７）。从上述信息源看，组织容错氛围能够有效
提升个体的自我效能感：首先，上级、同事的鼓励和支持能够为公务员赋能，
从而有效提升其克服创新难题的勇气和决心；其次，制度层面放宽创新失误责
任认定的标准，能够缓解公务员害怕犯错、不敢创新的心态；再次，当组织其
他成员成功被容错免责时，公务员感受到了宽容的力量，由此获得相应的经验；
最后，组织中成功创新的个体将成为先进模范，增强他人驾驭不确定环境以及
探索改进方法的信心，从而敢于创新、善于创新。已有充分数据表明自我效能
感能够激发企业员工、企业家、教师等群体的创新行为（Ａｈｌｉ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Ｋｌａｅｉｊｓｅｎ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也有实证研究数据表明自我效能感
在组织氛围与员工绩效间起完全中介作用（王元元等，２０１２）以及组织容错感
会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工作绩效产生正向影响（黄秋风等，２０１６）。因此，本文提
出假设：

Ｈ２：自我效能感在组织容错氛围和公务员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

（三）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与创新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公共服务动机指个体回应公共部门目标的心理倾向（Ｐｅｒｒｙ ＆ Ｗｉｓｅ，１９９０），
是一种超越个体利益，热忱服务公众、民族、国家、人类的特殊内在动机。已
有大量实证研究表明公共服务动机对建言行为、组织公民行为、负责行为等对
组织有益的行为均有积极影响（刘帮成等，２０１７；邱茜，２０１７；Ｈｏｍｂｅｒｇ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根据自我决定理论，环境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主要是通过环境对动机发
生作用而实现，环境因素对动机起着支持或阻碍性作用（Ｄｅｃｉ ＆ Ｒｙａｎ，１９８５）。
特丽莎·艾曼贝尔（１９９７）在提出创造力理论时也提出环境对内在动机的影响
是最即时和直接的，并且验证了组织环境通过个人的内在动机影响个人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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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评价理论还确定了一种可以有效激发个体内部动机的环境因素———给予个
体安全感和归属感（张剑等，２０１０），组织容错氛围对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影
响亦是如此。制度上对创新失误责任认定的适度宽容，以及领导、同事和服务
对象对容错的认可、支持和理解，能够缓解公务员在精神上的高度紧张感和压
力感，增强安全感，由此促进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已有研究证实，包容型领
导能够促进内在动机的提升（景保峰，２０１５），高公共服务动机能够弥补外部激
励不足，激发公务员的创新行为（Ｍｉａ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由此，学者提出公务员
创新研究应考虑到公共服务动机的影响（谭新雨，２０２１）。据此，本研究认为政
府组织容错氛围能够给予公务员安全感，从而提升其公共服务动机，促使公务
员产生创新行为，不断探索创新工作方法和服务方式来优化、完善甚至是突破
已有工作现状。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３：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四）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与创新行为之间的链式中

介作用
基于上述研究可知，组织容错氛围既可以通过自我效能感促进创新行为，

也可以通过公共服务动机驱动创新行为，但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
容错氛围和创新行为之间是什么关系？班杜拉（１９７７）在提出自我效能感这一
概念时认为：自我效能感的水平会增强或削弱动机，鉴于此，本文初步假设自
我效能感对公共服务动机有正向预测作用。组织良好的容错氛围能够为个体提
供心理安全和制度支撑，增强其自我效能感，而高自我效能感的个体更愿意选
择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且兴趣盎然，由此表现出较高的内部动机。对于公务员来
说，高组织容错氛围意味着容错纠错机制的成效显著，能够有效激励公务员放
下心理包袱敢谋事、善谋事，主动为服务公共利益无私奉献，激发了其更强烈
的公共服务动机，从而更加致力于公共部门创新工作。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Ｈ４：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与公务员创新行为之间起
链式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１所示：

图１　 本文的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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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与样本特征

基于公务员的层次和岗位性质，以及问卷数据获得的便利性，本次调查主
要通过两种形式发放问卷：一是依托所在学院的公务员培训班，先后向璧山区
机关内设机构、沙坪坝区及北碚区税务局、万盛区街道的公务员现场发放纸质
问卷；二是委托重庆市委组织部干部二处、政法委培训处的领导按照人员类型、
岗位类型要求向联系紧密且有代表性的下属单位发放电子问卷，由此形成覆盖
面广且对象符合标准的样本。本次共计发放问卷５７３份，涵盖重庆市沙坪坝、
北碚、九龙坡、璧山、武隆、万盛、忠县、奉节８个区县的多个部门。剔除有
缺失数据、量表题答案完全一致，以及填答时间过短（答题时间少于２００秒）
的问卷后，共回收有效问卷５２２份，有效回收率为９１ １％，其中培训班课堂回
收问卷２０５份，问卷星平台回收问卷３１７份。比较两种回收方式间数据的差异，
发现无统计学差异（Ｐ ＞ ０ ０５）。所有问卷均以自愿为原则，匿名填写，并实行
严格保密制度，有效保证获得数据的真实和客观。调查样本具体特征如表１所示。

表１　 样本的基本统计信息（Ｎ ＝ ５２２）
人口统计学变量 人数 百分比（％）

性别 男 ２９０ ５５ ６

女 ２３２ ４４ ４

学历 大专及以下 ６７ １２ ９

本科 ３６４ ６９ ７

硕士及以上 ９１ １７ ４

工作年限 ３年以下 ６６ １２ ６

３ － ５年 ６５ １２ ５

６ － １０年 ８１ １５ ５

１０年以上 ３１０ ５９ ４

行政级别 科员及以下 １４４ ２７ ６

正副科级 ２９８ ５７ １

正副处级及以上 ８０ １５ ３

岗位类别 综合管理类 ４０４ ７７ ４

行政执法类 ５３ １０ ２

专业技术类 ６５ １２ 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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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工具：变量与测量

１ ． 组织容错氛围量表
查阅相关文献发现，目前学界尚无直接测量“组织容错氛围”的量表，相

关概念的测量如差错管理氛围（Ｄｙｃｋ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５）、组织容错感（黄秋风等，
２０１６；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包容型领导风格（方阳春，２０１４；Ｃａｒｍｅ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０）并不是专门针对公共部门容错氛围开发，且在维度上仅考虑到领导和同
事容错，与目前中国情境下倡导建立容错机制的情况存在一定的偏差。因此，
本研究基于组织氛围的概念，即组织内的员工对工作场所中被期望、支持和奖
励的实践、程序和行为的共同感知（Ｓｃｈｎｅｉｄｅｒ，１９９０），将组织容错氛围定义为
组织内的成员对工作环境中包容工作错误的心理感知。量表的开发主要包括以
下几个步骤。一是基于现有文献分析确定内容维度。公共部门创新发生在由员
工、公众、用户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复杂网络中（Ｔｏｒｆｉｎｇ ＆ Ａｎｓｅｌｌ，２０１７），
鉴于上级领导和同事包容员工错误是组织包容性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沿
用组织容错感量表的领导维度和同事维度（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除此以外，考
虑到全国各省市已在不同层面出台了多个容错政策文本，而制度对个体行为偏
好和利益的影响持续且深刻（宋雄伟，２０２０），再加上公职人员行为决策不可避
免地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刘恒、吴癱琳，２０１７），由此确定组织容错氛围的制
度维度和公众维度。综上，初步确定组织容错氛围的四个维度：（１）上级容错。
即当公务员在工作中出现错误时，上级领导能够理性地包容并给予鼓励和引导。
（２）同事容错。即同事之间能够坦然面对和交谈工作中的错误，不因他人犯错
而疏远或给予不公平的对待。（３）制度容错。即单位在制度上有包容公务员某
些错误免受相关处罚和问责的相关规定并有效实施。（４）公众容错。即社会公
众可以理解工作失误是不可避免的，不因公务员的工作失误而施以舆论高压。
二是通过开放式问卷和内容分析法收集、确定条目，并验证维度。采用便利抽
样法，向学院１０４名ＭＰＡ学生发放开放式问卷以了解组织容错的具体表现和典
型案例，并结合对相关管理部门的深度访谈进行补充。采用内容分析法对收集
上来的条目进行合并、拆分、频次统计，并邀请３名在读博士生和１名公共管
理领域专家进行多次讨论和修正，结果符合最初设定的４个维度，由此确定组
织容错氛围量表的１６个题项。为保证条目的有效性，对所有条目进行项目区分
度分析、项目总体相关分析和信度分析，结果显示１６个题项的区分度均显著
（Ｐ ＜ ０ ００１），除第二题以外项目总体相关系数均大于０ ３５，删除第２题后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为０ ８２１，且再删除其他条目并不能增加总体信度，故保留剩
下的１５个题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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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总样本数据随机分为两份独立的样本，数据Ａ （Ｎ ＝ ２５８）和数据Ｂ （Ｎ ＝
２６４），两份样本无人口统计学特征差异，且均值相当。运用ＳＰＳＳ２２ ０对数据Ａ
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进一步筛选条目。适当性检验结果显示组织容错氛围量
表的ＫＭＯ值为０ ８３５，且Ｂａｒｔｌｅｔｔ球形检验的卡方值为１３４１ （自由度为１０５，
Ｐ ＜ ０ ００１），表明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和最大方差法旋转得到４
个特征值大于１的因子，共解释总变量的６６ １８％。由于第１２题在对应因子上
的载荷值小于０ ５，故被删除。综上形成４维度、１４条目的组织容错氛围测量
量表（见表２）。对最终的量表进行信度检验，结果显示总问卷及各维度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和分半信度都在０ ６５以上，因此量表信度良好。从题目来源、
编制程序以及施测结果的科学规范性来看，该量表具有良好的表面效度和内容
效度。

表２　 组织容错氛围量表结构及题项
维度 测量条目

上级容错
我的上级不会一味追究员工在工作中不可避免的错误
我的上级允许我为实现某些重要的工作目标冒犯错的风险
我的上级不会轻易因为我在工作上的错误而惩罚我

同事容错

我身边的同事不会因为我在工作上犯错而回避我
当我在工作上犯了错时，我的同事会向我提供帮助
单位里，工作上犯的错在同事之间是可以公开探讨和沟通的
为了把工作做得更好，我和同事都不介意在过程中犯一些小错误

制度容错
单位有明确的制度包容员工在工作上犯的某些错误
单位的容错制度能有效鼓励我在工作中大胆尝试而不用担心犯错
我会因为制度上的压力而害怕在工作中犯错（Ｒ）

公众容错

社会公众对公务员犯错秉持宽容和谅解的态度
我不会因为在工作中犯错而受到社会公众的指责
社会公众能够理性看待和评判公务员犯错
我不会因为社会舆论的压力而害怕在工作中犯错

注：Ｒ表示反向问题。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运用ＡＭＯＳ２４ ０对数据Ｂ （Ｎ ＝ ２６４）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进一步验证组
织容错氛围四维度结构的合理性。结果显示４因素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标最为理
想（Ｘ２ ／ ｄｆ ＝ ２ ２５４，ＣＦＩ ＝ ０ ９３６，ＣＦＩ ＝ ０ ９４６，ＴＬＩ ＝ ０ ９３１，ＩＦＩ ＝ ０ ９４６），这
表明此量表的设计支持了预期的构想，且具有良好结构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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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其他变量的测量
除了组织容错氛围以外，其他变量均采用经过国内外学者充分验证的成熟

量表（Ｌｉｋｅｒｔ － ５点计分）。“创新行为”采用Ｓｃｏｔｔ和Ｂｒｕｃｅ （１９９４）开发的创新
行为量表，并在参考王辉、常阳（２０１７）的翻译版本基础上，根据本研究的研
究目的和研究对象对条目进行了修订，共６个条目，如“在工作中，我会主动
运用新工具或新办法解决问题”。 “自我效能感”采用Ｓｃｈｗａｒｚｅｒ等人（１９９７）
编制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１０个条目，如“如果我尽力去做的话，我总是
能够解决难题”。“公共服务动机”采用Ｗｒｉｇｈｔ等人（２０１２）开发的公共服务动
机量表，并根据中国语境进行了适当修改，共有５个条目，如“对我来说，能
为公众服务非常重要”。

（三）问卷的信度、效度分析

本研究用５２２份样本对所使用的量表进行信度、效度检验，以保证研究的
可靠性和有效性。组织容错氛围、创新行为、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４个
量表的内部一致性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 α系数分别为０ ８１８、０ ９０５、０ ９３１、０ ９１９，均
大于０ ７，表明研究所用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进一步对４个变量的区分效度进
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４个量表中３５个题项组成的四因子拟合指数最优，４个
量表具体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３。综上，本研究的４个量表具有较高的信效
度，为后续验证假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表３　 验证性因子分析：区分效度
模型 Ｘ２ ／ ｄｆ ＲＭＳＥＡ ＮＦＩ ＣＦＩ ＩＦＩ

四因子模型 ３ ８０７ ０ ０７３ ０ ８２ ０ ８６ ０ ８６１

三因子模型 ８ １７４ ０ １３１ ０ ６１ ０ ６４ ０ ６４１

二因子模型 １１ ７６ ０ １４４ ０ ４３８ ０ ４５９ ０ ４６

单因子模型 １１ ９８ ０ １４４ ０ ４３８ ０ ４５９ ０ ４６

注：三因子模型：组织容错氛围和创新行为并入一个因子；二因子模型：自我效能感和公
共服务动机并入一个因子。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研究结果

（一）共同方法偏差的控制与检验

本研究采用匿名发放问卷、部分题项反向计分、多种发放方式相结合等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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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在程序上对可能存在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控制（周浩、龙立荣，２００４），进
一步采用Ｈａｒｍａｎ单因素检验对所有题项进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检验，未旋转的探
索性因子分析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１的因子共７个，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
２７ ９１％ （小于４０％），故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二）多重共线性检验

经检验，所有预测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ＶＩＦ）均不高于１ ４，故不存在严
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三）各变量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表４报告了本研究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及相关系数。数据结果显示，组
织容错氛围与自我效能感（ｒ ＝ ０ ６６，Ｐ ＜ ０ ００１）、公共服务动机（ｒ ＝ ０ ２８７，
Ｐ ＜ ０ ００１）和创新行为（ｒ ＝ ０ ２９８，Ｐ ＜ ０ ００１）显著正相关，假设１成立。自
我效能感与创新行为（ｒ ＝ ０ ５３４，Ｐ ＜ ０ ００１）显著正相关，公共服务动机与创
新行为（ｒ ＝ ０ ４５９，Ｐ ＜ ０ ００１）显著正相关。

表４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 Ｍ ＳＤ １ ２ ３

１． 组织容错氛围 ２ ７１ ０ ５９

２ ． 自我效能感 ３ ３７ ０ ６６ ０ １７３

３． 公共服务动机 ３ ７２ ０ ８６ ０ ２８７ ０ ４３０

４． 创新行为 ３ ４１ ０ ７２ ０ ２９８ ０ ５３４ ０ ４５９

注：表示ｐ ＜ ０ ００１，表示ｐ ＜ ０ ０１，表示ｐ ＜ ０ ０５。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不仅能通过测量模型解决潜在变量不能测量的问题，还能通
过路径分析检验潜变量间的关系，本研究正是要研究多个潜变量间的关系，因
此以组织容错氛围为自变量，创新行为为因变量，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
为中介变量，运用Ａｍｏｓ ２４ ０建构结构方程模型，得到ＳＥＭ模型路径系数图
（如图２所示），模型各项拟合效果较好（Ｘ２ ／ ＤＦ ＝ ２ ３２５，ＲＭＳＥＡ ＝ ０ ０５０，
ＮＦＩ ＝ ０ ９５３，ＴＬＩ ＝ ０ ９６８，ＣＦＩ ＝ ０ ９７３）。

使用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法验证中介效应，重复抽样５０００次，置信区间为９５％，模型
的路径结果显示三条路径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９５％置信区间均不包含０，表明中介路径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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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见表５）。组织容错氛围→自我效能感→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为０ １０９，该
结果支持假设２；组织容错氛围→公共服务动机→创新行为的间接效应为
０ １７８，该结果支持假设３，组织容错氛围→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创新
行为的间接效应为０ ０２０，该结果支持假设４。

图２　 组织容错氛围与创新行为的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表５　 对中介效应显著性检验的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分析

中介效应影响路径 估计值 效果量 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直接效应 ０ ２７９ ５７ ４％ ０ １３３ ０ ４６５

间接效应 ０ ２０７ ４２ ６％ ０ ３１１ ０ １３１

组织容错氛围→自我效能感→创新行为 ０ １０９ ２２ ４％ ０ ０３８ ０ １９２

组织容错氛围→公共服务动机→创新行为 ０ ０７８ １６ １％ ０ ０３６ ０ １４２

组织容错氛围→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
→创新行为 ０ ０２０ ４ １％ ０ ００７ ０ ０４４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基于重庆市的调查数据探讨了容错机制的实践效度———组织容错氛围
对公务员创新行为的作用机理，首次探索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上述关
系中的中介作用，对于丰富公共部门创新行为研究、有效激励公务员干事创业
具有一定的现实和理论意义。本文的实证结果显示，首先，组织容错氛围能够
显著提升公务员创新行为，这表明构建容错纠错机制能够切实激发公务员创新
作为。其次，组织容错氛围能通过自我效能感对创新行为产生积极影响，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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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组织容错氛围能够提升公务员的自我效能感，增强其主动创新的意愿。同
时，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氛围和创新行为关系中起中介作用，这表明组织
宽容错误的氛围能够提升公务员的公共服务动机，增强其服务公众和社会的热
情，从而驱动其创新服务方式。最后，自我效能感和公共服务动机在组织容错
氛围和创新行为间起链式中介作用，说明公务员创新行为是组织环境和个体特
质共同作用的结果，组织容错氛围对于提升公务员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
以及创新行为均具有重要意义，应引起重视。

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首先，立足于中国本土化的政府管理情境，首次探
索了组织容错氛围的内容结构，并开发了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测量量表，描
绘出我国公务员理想的组织容错氛围蓝图。研究充分考虑公务员关于组织容错
的心理感知对工作行为的影响，将组织容错氛围纳入改革创新的工作场景中讨
论，实现对组织容错和公务员创新行为关系更加全面的认识，即除了制度容错，
上级、同事和公众对容错的态度都是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的重要因素，为营造
公共部门组织容错氛围提出了可供参考的路径；其次，检验了中国文化情境下
“包容”概念所特有的维度———容忍下属失误（Ｔ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５）对公务员创
新行为的积极影响，充实了学术界关于包容管理的实证研究，为验证容错机制
对“医治”公务员因惧怕创新失误而不敢作为的“心病”的积极作用提供了扎
实的数据支持；最后，基于创造力成分理论和自我决定理论，探究了公务员创
新行为的前因变量。本研究充分考虑到新时代复杂、多变特征下政府创新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以及问责强化背景下公务员创新所面临的心理障碍，从心理学
和公共管理视角出发，引入组织容错氛围、自我效能感、公共服务动机等重要
的心理因素变量，构建了“容错环境—心理机制—创新行为”的影响路径，不
仅有效回应了我国公共部门的容错实践，更清晰呈现出容错氛围对公务员创新
行为的作用过程，同时弥补了沃尔（Ｖａｎ ｄｅｒ Ｗａｌ ＆ Ｄｅｍｉｒｃｉｏｇｌｕ，２０２０）提出的
公共部门创新研究多来自美国和西欧而亚太研究不足的遗憾。

（二）启示

第一，要加强对组织容错氛围的营造。制度层面上，鼓励各地基于国家容
错政策细化容错实施办法，即结合具体服务领域和职能进一步明确容错的适用
情形和适用条件，形成兼具激励性和操作性的制度文本，避免容错机制在实施
过程中“无案可稽”、流于形式；组织建立容错案例数据库，通过定期收集、汇
总各地区有指导作用的或经过特殊程序认定的容错案例，以推动容错实践更务
实和精细。上级和同事层面上，通过专题培训、集中研讨等形式加强容错政策
和容错案例的学习，使公务员了解容错精神、熟悉容错流程，切实感受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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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创新有容错后盾的保护。同时增强领导干部容错知识储备和容错担当精神，
在下属创新失败时，果敢启动容错程序以积极应对创新失误，营造信任和开放
的良好氛围。公众层面上，充分利用互联网媒介扩大对容错政策、宽容文化的
宣传报道，深化对创新精神的认知，培育大众对创新过程可能产生失误的认同
和接纳，共同构建良好的容错氛围。

第二，要重视公务员能力和素质的动态优化，充分激发其自我效能感。容
错机制很大程度上只能减轻公务员“多做多错、少做少错”心理负担，而如何
使公务员“多做少错”的关键在于提升其本领和素质。教育培训是干部队伍建
设的基础性和战略性工作（李志等，２０１８），因此，要基于公务员队伍的知识弱
项、能力短板、经验盲区，结合不断变化的岗位需求和要求精准制定培训方案，
并建立常态化培训学习机制，以增强其应对复杂任务和紧急任务的能力。创新
能力是公务员国家公务员通用能力之一，应受到更多的关注，通过加强对政府
创新案例的学习，引导公务员准确识别创新需求，提升敢于创新作为的底气。
同时，健全奖励机制以肯定公务员的能力表现，增强其能力感和价值感，从而
强化其再次为组织贡献力量的抱负和勇气。

第三，要重视公务员公共服务动机的识别和培养。从本文研究结果看，公
共服务动机是可变的，且对公务员创新行为有积极影响。公共部门在招录过程
中，可运用多样化测评工具识别高公共服务动机的候选人。鉴于已有研究发现
繁文缛节、职业发展机会、无限牺牲的意识是影响个人公共服务动机的关键因
素（ＶｉｎａｒｓｋｉＰｅｒｅｔｚ，２０２０）。因此，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作风
建设，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切实释放
公务员队伍干事创业的手脚，避免公务员因无谓的工作产生疏离感和倦怠感。
要基于公务员职业生涯规律，进一步完善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和基层遴选制度，
多种渠道拓宽公务员职业发展空间，通过健全公务员激励保障机制，激发其更
强的责任感和服务意识。要持续推进党的主题教育活动，强化“立党为公，忠
诚为民”精神的培养，使公务员时刻以服务人民为工作出发点，不断提升服务
质量和行政效能。

此外，本文仍然存在一定的研究局限。一是本文的研究样本仅局限于重庆
市的公务员，虽已尽可能覆盖多个区县多个层级的公务员，但仍可能存在一定
的外部效度问题。二是本文虽然构建了包含４个维度的组织容错氛围量，但尚
未揭示和分析各维度对创新行为的具体影响机理。三是本文从组织和个体层面
探究了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的变量，但可能存在着更重要、更关键的变量。未
来将扩大调研数量和调研范围，采用案例分析、行为实验等研究方法，对组织
容错氛围和创新行为的因果关系及其形成机制进行更深入地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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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时代干部管理和中国之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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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容错会影响公务员创新行为吗？◆


